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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严格地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科学哲学研究就是对科学进行哲学理解的活动，且必以形而上学式的问题为核心来展开，但我国现有的科学哲学研究则较少如此。虽不能说其它相关研究不重要，但“喧宾夺主”的研究状况并不利于真正的科学哲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由于语言本身的带入作用，研究者若能利用“当下”一词、深刻理解“当下化”并按其本质要求来展开科学哲学的研究活动，则更易进入科学哲学的形而上学式研究境遇，从而有利于科学哲学研究的深入和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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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严格地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科学哲学研究就是对科学进行哲学理解的活动，且必以形而上学式的问题为核心来展开，但我国现有的科学哲学研究则较少如此。虽不能说其它相关研究不重要，但“喧宾夺主”的研究状况并不利于真正的科学哲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由于语言本身的带入作用，研究者若能利用“当下”一词、深刻理解“当下化”并按其本质要求来展开科学哲学的研究活动，则更易进入科学哲学的形而上学式研究境遇，从而有利于科学哲学研究的深入和良性发展。
Abstract: Speaking strictly, philosophy is metaphysics. Philosophy of science research is activities of philosophical understanding about science, and will to stretch the metaphysical problems as the core, however, the research condition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is less so.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the other related researches are not important, but the research condition of "guest being treated as master" is not conducive to deepening and developing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research really. Because the language effect of bringing into, researchers can use the word "present", and understand the "presentify" deeply and according to its essential requirements to stretch the activities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research.This is benefitful to enter into metaphysical research situation, and promote to deepening and developing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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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形而上学是研究思想把握住的事物的科学，而思想是能够表达事物的本质性的”[1]，所以哲学之为形而上学研究中首要的和应该始终在场的逻辑关系就是形而上本质与形而下事物之间“是”的关系。显然，作为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哲学的研究也不能例外。然而，我国的科学哲学研究状况并不理想，有的还提出了走出困境的思路[2]。深入想来，造成不理想科学哲学研究现状的关键原因应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逻辑分析的欠缺，由此带来的问题，甚至还可能造成科学哲学研究方向上的误区，如“泛文化主义”[3]的倾向。为了推动现状的改变，笔者认为，我们除了加强对科学哲学研究本身的反思外，若能利用大家熟悉的语言的力量将研究者带入真正的哲学研究境遇，则不失为一剂良药。有个成语叫“名正言顺”，其基本意思不必赘述，但追问其中隐蔽的意思则有：当“名”是早已为人们所广为接受的共在的意识时，后续要说的话就容易为听者所接受了，言者的目的也就更容易达到，当然言者自身接着要讲什么话也觉得顺畅了。这就是语言的“带入”作用。“当下”一词是我国千百年来人所共知的一个词，有“立即、立刻”的意思，旨在强调“正是所说境遇下的那个时刻”，很有让人进入某时某刻境遇之中（即“此在”）的作用。对于“当下化”一词，倪梁康也很看重[4]。学术界若能加强对“当下化”的理解和按照“当下化”的本质要求来从事事关科学问题的哲学思考，应将有利于科学哲学研究的深入和良性发展。语言之带入作用的不可忽视，有如金岳霖在出版《论道》序言中感谢叶公超所说的一样，“他那‘论道’两字使一本不容易亲近的书得到很容易亲近的面目”[5]。
1  什么是科学哲学研究的“当下化”理解
要理解什么是科学哲学研究的“当下化”，其实质就是要理解什么是哲学研究的“当下化”。而理解了哲学之为形而上学及其“当下”的特征，也就理解了什么是哲学研究的“当下化”，自然也就理解了什么是科学哲学研究的“当下化”。哲学界众所周知，“形而上学这个名称被用来称谓所有哲学的起规定作用的中心和内核”[6]。言下之意是：严格说来，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第一哲学”[7]。既然如此，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来理解哲学之为形而上学及其“当下”的特征。
1.1  理解哲学之为形而上学具有的“跨界”要求

海德格尔说“哲学之事情就是主体性”，“即在场者的在场状态”，就是要将形而下世界的事情本身带到“思”的面前，成为“现身当前的”[8]。为此他特意将“形而上学”拆为“形—而上—学”[6]，其中，“形”旨在强调形而下的、可感知的、现象世界的事物，“而上”旨在强调超越形而下事物，“学”当然是指进入形而上的、精神世界的本质之“思”了。也就是说，形而上学必须同时关注着形而下与形而上两界。然而，形而上学所追问的本质，并不在形而下事物当中，而在超越时空的形而上的精神世界当中。尽管我们常说“普遍寓于特殊之中”，但是，这个普遍本质“既不可能在在者身上，也不可能在在者之中，还根本不可能在其它什么地方”[6]。也即普遍本质根本就不在时空之中，而是只在思想之中，只能依靠人的思维来把握。由此可见，形而上学是基于并跨越于形而下世界而进入到形而上世界的。
由于形而上世界的精神性和超时空性与形而下世界的现实性和时空性截然不同，甚至难以把捉，所以在两个世界之间的穿梭运思就显得格外艰难，“跨界”的不易也因而常常导致两种极端。其一，停留于形而下世界的本原性追问不是真正的形而上学，而是自然哲学。自然哲学就是“一种认为所有事物本来都具有物质本性的想法。……这种解释忘记了重要的事是哲学。”[6]意思是说，这种解释忘记了哲学是真正的形而上学的事业，是不能形而下的时空世界中寻找本质的。而针对形而下世界中的物质世界进行研究就是自然科学的事业了。正是因为本质在形而上世界，科学在形而下世界，二者根本不在同一个世界，所以说，“哲学决不由也决不通过科学产生。哲学与科学决不齐肩并行。”[6]尽管在形而下物质世界中寻找物质本性的自然哲学导致了科学的产生，这也算是哲学的功劳，但对于形而上学本身来讲，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其二，无视形而下世界而滞留于形而上世界的概念分析或逻辑演绎尽管也不能说不重要，但那也不是真正的形而上学，不是“第一哲学”。滞留于形而上世界进行纯粹的概念分析或逻辑演绎的思辨哲学虽然会促进逻辑学的发展，但终将容易走向神秘主义、经院哲学或神学。正因如此，丹皮尔才这样评价中世纪：“在黑暗时期开始的时候，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不完善的撮要，是当时可以得到的希腊资料中最科学的，他的影响虽然不小，但慢慢地也就不再具有支配力量了。到6世纪他的著作已不时兴，此后700年间，所遗留下来的，差不多只有别人给他的逻辑学所作的注释。”[9]由此可见，形而下世界的缺位直接导致“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自然科学不复存在于世上”，因为脱离形而下世界的哲学，“显然不能促进对于自然或历史的正确而无偏颇的观察”[9]。实际上，20世纪初期逻辑实证主义之所以拒斥形而上学的理由也就在这里。就是拒斥那种滞留于形而上世界无视形而下世界的传统形而上学，而真正的形而上学还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逻辑实证主义一开始排斥形而上学，但随着研究思路的推进和发展发现这个问题不能一下子去掉，清除得太干净也不行。”[7]也就是说，真正的形而上学是必不可少的。而真正的形而上学运思是要同时关注形而下和形而上两个世界的。怪不得康德说：“真正的形而上学判断全都是综合的。”[10]其中涵义包括，形而上的本质一定得与形而下世界关联起来。
1.2  理解形而下与形而上之空间隐喻中二者关系的“当下”特征
正如康德所言，“空间被视为显象可能性的条件，而不是一个依赖于显象的的规定，是一个以必然的方式作为外部显象之基础的先天表象”[10]，这表明空间性是人之思维的终极特征，“无空间的显象”是无法理解的。难怪他将形而上本质与形而下事物的关系比喻为“像泡沫一样浮在上面”[10]，旨在求助于空间隐喻。当我们说事物的本质寓于事物自身却又不在时空之中时并不好理解，若将此形而上世界的本质理解为在其对象化的形而下事物之上，就像在“浮盖上盖子的深渊”[6]中一样。尽管那“深渊”究竟是什么也还难以把握，但毕竟已经通过空间隐喻而提供了可以显象的空间性条件，所以形而上与形而下两个世界空间上的“当下”特征一出现，形而上学也就变得较为容易领会了。而一旦对其中两个世界有了一种空间性的理解后，形而上学所要求的时间上“当下”的特征也就很好阐释了。
形而上一定意味着形而下的同时出现，只要还是在进行真正的形而上学式研究，这一相互依存关系就是哲学最本真的关系，二者的同时在场，当然也标志着二者时刻上的一致。若二者不能同时被关注而顾此失彼，就会走向前面所论及的偏离形而上学的两种极端，而那都已不再是此处所要谈论的形而上学了。因此，对于真正的形而上学来说，形而上总是拥有着形而下的形而上。如果从意向内容来讲，形而上的出场一定是以形而下的在场为前提的，尽管那种在场在语言表述上也许是缺席的，但意识当中一定是在观照着形而下对象事物的同时在“深渊”中显象出形而上本质来的，此观照就像“眼睛的余光指向形而下事物”而“注意的焦点指向形而上本质”之间的关系一样，很像是“双焦点关系”。如果以空间隐喻来表达，那么余光焦点在下，而注意的焦点在上，二者具有正当其下的特征。形而上的本质一定要能把握住形而下的、是其所是的、可在时空中变换的各种可能事物，此“可能事物”类似于数学上遵守某一规则的“所有可能的拓扑变换”，而此“某一规则”就是那体现出“变中的不变性”的形而上本质。也就是说，无论形而下世界的具体可能的对象如何变换，都始终正好处在其形而上本质的范畴之下。若从上面所隐喻的空间关系来说，对象化的形而下事物恰好在形而上“深渊”的下面，而这正体现了一种空间性的“当下”关系。又由于事物在不断地流变，辩证法必然内在地要求着人们对于其本质的把握也一同变化，形而上本质与形而下事物之间也就形成了一种“上下联动”的关系。而二者之间相对的“空间位置关系”一旦定格，也就不因时间的变化而改变了。这样一来，形而下事物也就处在了是其所是的此时此刻或彼时彼刻，也就永恒地处在了其所是的形而上“深渊”的“当下”了。此即表明，真正的形而上学式研究中，形而下事物必然具有时间上定格在某一与流变事物之本质所对应的某时某刻的“当下”特征。
2  为什么要提出科学哲学研究“当下化”的问题
严格讲来，科学哲学就是对科学的哲学理解。既是哲学理解就是以形而上学为核心方式进行研究的学问。前已明晰，“当下”性是形而上学式研究的应有特征，因此，科学哲学研究自然也就存在着“当下化”理解的问题。前面对形而上学“当下”特征的阐释其实就是为了将科学哲学研究引向真正的哲学研究，但由于过往对形而上学的一些误解，提出“当下化”理解也许有助于对形而上学误解的“拨乱反正”而回归本来意义上的科学哲学研究。这既是科学哲学作为学科存在与发展的需要，也是科学哲学研究本土化的需要。而这又不得不首先从目前科学哲学研究并不太理想的状况说起。
2.1  当前的科学哲学研究相对缺乏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研究
康德曾经有个比喻，“形而上学就是像泡沫一样浮在上面，一旦被掬取出来的泡沫破碎，就马上在表面上出现另一个泡沫；总是有一些人热衷于收集泡沫。”[10]。他将形而上本质比喻为形而下事物上面的“泡沫”，很形象，便于理解。那些“热衷于收集泡沫”的人就是真正的哲学家。然而，科学哲学研究者队伍里这样的人太少了，大多数所谓的科学哲学研究者其实只不过是文献工作者，正如恩布里（Lester Embree）所说的一样，“现在很多自称为现象学的研究工作实际上是对天才的现象学家已经写出的文本的‘文献学’工作。”[11]当然，由于科学哲学缘起和兴盛于西方，对于中国的科学哲学研究者来说，不仅转述梳理西方科学哲学研究论著的文献学工作是必不可少和非常重要的，而且连翻译工作也都是重要和巨大的研究任务，所以更多的时候在述说着别人是难以避免的。但不管怎样，不应该止于此，而应该执着地进入直面本质问题本身的形而上学式研究。缺少形而上学式的科学哲学研究，对于单个研究者来讲无可非议，但对于整个群体来讲都如此就不行了。
遗憾的是，我们经常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什么科学哲学流派梳理”、“什么科学哲学思想述评”、“什么科学哲学转向”等等，这些研究当然很有必要，但是在此基础上循着“何以会形成如此流派”、“何以会发生如此转向”的内在性的、回溯性的、还原性的追问与研究以及扎根于那些科学哲学根本问题的研究着实太少。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大多还局限于陈述(包括介绍、分析、评价、批判等等)别人的观点, 而缺少自己独创的并有较大影响的观点, 当然更谈不上形成自己的学派了。”[12]正是因为我们太多的时候都是在述说着别人所说的语言，在进行着“文献学”式的研究，所以，我们要避免“泛文化主义”的暗流。无论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泛文化主义”, 都不可能指向科学哲学的正途[3]。
2.2  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研究有助于保障科学哲学应有的学科地位与存在价值

我们应该已经明白，真正的科学哲学研究一定是以形而上学式的发问为根本范式的。若在“当下”一词的语言带入作用下，我们会更容易进入“当下化”的“此在”的境遇之中，从而也就更易“开显”出形而上学所追问的本质来。例如，当问及“何为科学”或“什么是科学”的时候，类似于海德格尔追问“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6]的时候一样，追问“究竟为什么科学是科学而非科学不是科学”，只要深入下去，那么“科学划界”、“科学的证实或证伪”、“科学理论的评价”、“科学发现或发展的模式”等等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自然就会进入研究者的视界；而当针对科学本体问题追问其是否存在于形而下世界当中或是否其形而上本质处于变动不居时，便形成科学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巨大课题；只要研究者同时关注着形而下与形而上两个世界时，也就始终不会偏离事关宏旨的根本追问，这样的科学哲学研究才是真正的哲学研究。并且随着研究的深入，自然而然就会进入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或语境论的研究境遇，也会衍生出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哲学史学等等学科。也就是说，真正形而上学式的科学哲学研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建基于此的科学哲学的学科体系必将“枝繁叶茂”。而一旦形而上学式的研究之“根”枯萎了，再繁茂的体系都将变成一堆“枯木”。

然而，在我们现有的科学哲学学科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很多研究者往往“迷失”在“枝繁叶茂”的科学哲学知识体系当中，遗忘了“形而上学”的任务，而这往往又导致教授们停留于传授那些“科学哲学知识”本身了。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一样，“哲学总是不断地为误解层层围住，而这些误解现在大多又为像我们这样的哲学教授们所加剧。教授们习惯于——这是正当的，甚至是重要的——按教育的要求传授迄今流传下来的哲学知识，这样看来，似乎这些知识就成了哲学本身，其实，这至多也就只是一门哲学学科罢了。”[6]由此可说，始终扎根于形而上学式的研究是科学哲学获得应有学科地位与存在价值的根本保障。
2.3  加强“当下化”理解更易将科学哲学研究引向本土化

据研究，科学哲学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维也纳学派掀起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运动[13]，但作为独立学科出现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4]，而“全面地传到中国来主要归功于洪谦先生”[15]。1934年，洪谦在维也纳学派创始人石里克的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15]，回国后“几以宣扬石里克的哲学为终身职志”[16]。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发展之后，可以说，我国科学哲学已经成为了国内哲学领域的“前沿学科”[17]。然而，至上世纪末，即使在西方，科学哲学已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处境并不令人乐观，不仅不是“当代学术界的领导领域, 甚至不是一个在成长的领域。”[18]而我国学术界在谋求和展望21世纪中国科学哲学的发展时，也就具有必然性地提出了“科学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议题[17]。

有人认为，科学哲学以自然科学为研究对象，既然自然科学是世界性的，就不存在中国特色的自然科学，那么中国化的科学哲学是否可能呢？[19]这看似是一个问题，其实是一个伪问题。因为科学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虽然的确是普适性的自然科学，但它的研究方式不是科学式的，而是哲学式的，是必定存在“前理解结构”的研究，所以，完全可能存在中国人对自然科学的哲学理解不同于西方人对自然科学的哲学理解的问题。也就是说，科学哲学的本土化已经不是一个有不有的问题了，而是一个怎样本土化的问题了。毕竟我们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人，“要想离开中国的传统，一来是不可能的，二来也是不明智的。我们的生活塑造了我们，与其努力去摆脱它，不如实事求是地去迎接它，从这片土地上吸取营养”[20]。因为真正讲来，普遍性只有与特殊性相结合才能够变得丰满起来。正因如此，2014年6月，我国众多哲学界的专家、学者“通过了倡导在学术研究中植根中国实践、直面中国问题、持守中国立场、弘扬中国价值的‘东湖倡议书’”[21]，其实质就是要推动科学哲学的本土化研究。而“当下化”理解恰恰更直接地将“中国元素”带到研究者面前，使其进入“中国元素”在场、与时俱进、现身当前的形而上之思。只不过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应该像张世英所说的那样，“我们既不能把时代性的差距看成是民族特色上的区别，以保持中华民族特色为名，为本民族文化的时代落后作辩护；也不能把本来更多地具有民族特色的东西单纯看成是时代性的差距，以弥补时代性的差距为名，抹杀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色。”[15]可见，只有当我们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来深入理解科学的时候，才是真正中国的科学哲学研究，也才是我国科学哲学研究具有强劲生命力的源头活水。
3  如何落实好科学哲学研究“当下化”理解的本质要求
如何落实好科学哲学研究“当下化”理解的本质要求呢？粗看这只是个实践问题，细看才觉得这不仅是一个实践问题，更是一个理论问题。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在理论上认识清楚，然后才能够在实践中付诸行动。不难理解，真正的科学哲学研究有如下几个本质要求，而“当下化”理解有利于将研究者带入到下面要求的语境之中。
3.1  从研究的问题意识来讲，要以与科学有关的或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为主

一方面，要有扎根于科学领域的强烈的哲学问题意识。“科学哲学无论如何不能与科技本身、与现实科技的发展问题脱节，但又不能为实际问题所消解、淹没。”[22]否则，就容易人云亦云、泛泛而谈，成为西方科学哲学的文献研究，甚至有可能在跟进西方和开创我国科学文化哲学的过程中[2]，由于缺乏哲学问题意识，而误入前已述及的“泛文化主义”暗流。另一方面，哲学问题意识要提防求“实”的倾向。哲学之为形而上学，旨在理解世界，就是无“用”之学，不能追求“实”用。因此，“科学哲学不能也不应该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那样，以自己成果的物化，直接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不能也不应该像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等实证性的社会科学那样，提供具体的社会运作或变革方案，直接为完善、修正或改革经济模式、法律制度或公共政策服务。”[23]正如哲学存在的意义就在形而上学的追问本身一样，不能因为没有解决具体问题或所问问题似乎永远不会有答案就怀疑学科本身的存在价值。科学哲学的存在价值与哲学一样，只是“无用而有大用”之“无用”的“用”，只是“哲思”而已，但却是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创造性思维方式，经此“哲思”的“审视”，科学、技术才能朝着更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与进步。这才是“大用”的“用”，其对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或进步而言，虽是间接但却不可或缺。而“当下化”理解可以助推研究者进入“形而下”在“形而上”之“当下”的哲思境遇。
3.2  从研究的发问方式来讲，就是要在追问“是”的形而上学范式中来推进研究

不要停留于有关哲学文献的研究或演变为泛文化研究，也即不要停留于现象层面。举个锤子的简单例子。如果指着静止的锤子追问第一个问题：锤子是什么？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显然要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它为什么是锤子”的问题。而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又要先回答第三个问题：“它如何是锤子”的问题。要回答第三个问题就是个实践问题了。只要挥动着“它”在“捶打”钉子的过程中，“它”就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锤子”了。这时，“它”才“是”锤子。也就是说，“锤子”总是在“捶”钉子的过程当中，才是真正的“锤子”。在第三个问题得到了解答之后，第二个问题便迎刃而解：“因为它正在捶打钉子，所以它是锤子”。再进一步，第一个问题同样得到回答：“锤子就是正在捶钉子的东西”。这样，科学哲学就在追问科学“是什么”、“其为何是”和“其如何是”的问题中成为了真正的哲学研究，从而在对形而下的科学现象的感性直观中把握其形而上的本质。形而上本质也就是柏拉图所讲的理念或相（idea），每一理念或相一定像“如来佛的无形之手总是盖得住无论身处何处的有形的孙悟空”一样，可以囊括形而下世界当中所有对象化的可能事物。也即形而下事物一定得在形而上本质的范畴之内。而前已论述过，对科学哲学的“当下化”理解能更直接地把研究者带入追问形而下科学现象之“是”的境遇，从而有利于深入把握形而下科学现象的形而上本质。
3.3  从学科训练的角度来讲，要加强科学素养、哲学思维的训练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
（1）科学素养不仅包括科学史的学习，也包括对科学知识本身的了解，还包括对科学理性的领会。科学史或科普的训练需贯彻到课程设置当中去，当然也可以从生源的选择上有些倾向。科学理性既是科学之魂也是哲学之魂，弘扬科学理性始终是科学哲学的应有使命。科学哲学研究始终应该“高举着科学理性的旗帜, 把坚持、弘扬和发展科学理性作为其奋斗的宗旨”[24]。
（2）哲学思维的训练首先应该着眼于加强“当下化”较易带入的形而上学训练，其次才是加强哲学史的积累。这样的学习顺序，哲学史才会是“哲学”史，反之，就容易变成“僵死的”“哲学史实”或哲学知识，而不利于哲学思维的训练。只有在科学素养和哲学思维训练方面夯实基础后，才可能真正培养出具有“哲人科学家”[12]素养的科学哲学家来。
（3）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这是哲学研究的本土化所要求的，也是“当下化”理解所容易带到研究者面前的。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丰富的“中国元素”，首先，这当然是处身其中的中国人所不应该也不可能摆脱的思维源泉。其次，因为普遍必然寓于特殊之中，所以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即特殊之“民族”体现普遍之“世界”。因此，“中国的科学哲学要真正走向世界, 关键在于要拿出具有中国个性和中国气派并且真正属于自己民族创造的东西。”[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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